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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诉讼信托和讨债信托的效力

———探讨《信托法》第１１条第４项

崔泽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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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信托法》第１１条第４项规定，专以诉讼或者讨债为目的设立的信托无效。然而，该条

文是对日本《信托法》移植的结果，我国并没有禁止诉讼信托和讨债信托的理由。同时，该条文容易被

规避且难以被认定，在司法实践中缺乏适用的空间。再者，该条文不仅与我国现行的诸多法律条文和

制度产生冲突，而且与我国减少社会不良资产和增强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维权意识的目的相违背，故

应当删除。事实上，诉讼信托和讨债信托不仅符合信托设立的要求，而且能使债权人、债务人受益，并

起到减少讼累等有利效果，因此，应当承认诉讼信托和讨债信托在我国的合法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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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论

信托作为私法上的法律行为，本应基于私法自治的原则，期待信托目的能够达成，并充分发挥

其经济作用，〔１〕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以下简称《信托法》）第１１条却对信托的设立施

加了一系列效力性强制规范的约束。其中，第１１条第４项规定，专以诉讼或者讨债为目的设立的

信托无效，否认了诉讼信托和讨债信托在我国的合法性。一般而言，法律对私法行为进行规制必

须要有充分的理由，然而，尚且不论具有我国特色的“讨债信托禁止制度”，诉讼信托是否应当无效

在存在该规定的国家本就一直争论不休。事实上，该制度由日本 〔２〕首创，除此之外，当前仅有韩

国 〔３〕和我国的《信托法》（我国台湾地区亦有相关规定）〔４〕对诉讼信托做出了禁止性规定。〔５〕因

此，诉讼信托和讨债信托无效的立法在我国国情之下是否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仍待商榷。从全国

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以下简称“人大法工委”）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释义》来看，我国设

立该条文的理由与日本禁止诉讼信托的理由别无二致，从某种程度上说，该条文是对《日本信托

法》第１０条的“抄袭”。本文将依据我国实际情况，结合诉讼信托禁止制度在日本、我国台湾地区

的发展，对《信托法》第１１条第４项在我国现行环境下是否具有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进行探讨。

一、该条文的立法理由不充分

所谓诉讼信托，是指信托目的为受托人代委托人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且信托的收益归于

受益人的信托。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以诉讼为目的的信托”禁止程度的不同，不同法域对诉讼

信托的认识也有所区别。〔６〕依据我国《信托法》第１１条第４项的规定，诉讼信托是指专门以诉讼

为信托目的的信托。而讨债信托则是我国独创的概念，是指专门以讨债为目的的信托，即以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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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朱柏松：《诉讼信托无效之规定的适法性探讨》，载《月旦法学》２００１年第８期，第９５页。

日本最早在１９２２年《信托法》第１１条做出了诉讼信托的禁止性规定，后在２００６年制定新信托法时将该

内容规定在新《信托法》第１０条。此外，日本于２０１９年对于信托法进行了修订，但是并未对第１０条进行修改。日

本《信托法》（１９２２年）第１１条规定：“信託ハ訴訟行為ヲ為サシムルコトヲ主タル目的トシテ之ヲ為スコトヲ得

ス。”即“信托不得以进行诉讼为主要目的”。（由作者翻译）日本《信托法》（２００６年）第１０条规定：“信託は、訴訟行

為をさせることを主たる目的として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即“信托不得以进行诉讼行为为主要目的”。（由作者

翻译）

韩国在１９６１年制定信托法时就将禁止诉讼信托的制度纳入其中，后来在２０１２年对信托法进行全面修

订时将该条文从原第７条改至第６条。韩国《信托法》最新一次修订在２０１７年，但是并未修改涉及诉讼信托的条

文。韩国《信托法》（１９６１年）第７条规定：“Ａｎｙｔｒｕｓｔｗｈｉｃｈａｉｍｓｍａｉｎｌｙａｔｈａｖｉｎｇｔｈｅｔｒｕｓｔｅｅｐｒｏｃｅｅｄａ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ｌｌｂｅｎｕｌｌａｎｄｖｏｉｄ．”（英文版来源于韩国国家法律信息中心网站，ｌａｗ．ｇｏ．ｋｒ）即“任何以让受托人参与诉讼为主要

目的的信托应当无效”。（由作者翻译）韩国《信托法》（２０１７年）第６条规定：“Ａｎｙｔｒｕｓｔ，ｔｈｅｍａｉｎｐｕｒｐｏｓｅｏｆｗｈｉｃｈ

ｉｓｔｏｈａｖｅｔｈｅｔｒｕｓｔｅｅｔｏｐｒｏｃｅｅｄｗｉｔｈ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ｈａｌｌｂｅｎｕｌｌａｎｄｖｏｉｄ．”（英文版来源同上）即“任何以让受托人参与

诉讼为主要目的的信托应当无效”。（由作者翻译）

我国台湾地区在１９９５年制定（公布于１９９６年）“信托法”时就在第５条第３项规定了诉讼信托禁止制

度，该“信托法”于２００９年修订，但是未对该条文进行修改。其第５条第３项规定：“信托行为，有左列各款情形之

一者，无效：……三、以进行诉愿或诉讼为主要目的者。”

参见前注〔１〕，朱柏松文，第９６页。

我国对诉讼信托的定义的范围小于其他法域的相关规定，依据日本《信托法》第１０条、韩国《信托法》第

６条、我国台湾地区“信托法”第５条第３款，诉讼信托是指以诉讼为主要目的的信托。



为信托财产、以受托人按照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行使债权请求权为唯一目的、受益权归于

受益人的信托。原本，《信托法（草案）》中并没有禁止诉讼信托和讨债信托的规定，〔７〕该条文是在

《信托法（草案）（第二次审议稿）》中，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依据财经委员会的意见而新增的。〔８〕

但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中并没有明确

财经委员会的具体意见。从全国人大法工委对《信托法》第１１条第４项做出的释义来看，制定该条

文的理由主要包括防止发生以营利为目的而代替律师承揽诉讼的社会滥诉现象、诉讼权利不能作

为信托的标的、防止讨债公司出现、维护债权人债务人权益四个方面。同时，人大法工委还将诉讼

信托的禁止性规定视为各国通例。〔９〕但事实上，该条文仅在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大陆地区和台

湾地区）有所规定，且设定该条文的理由甚至几乎完全源于日本，〔１０〕不仅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且不利于其规定的某些立法目的的实现。〔１１〕

（一）诉讼信托并不会导致我国出现“以营利为目的而代替律师承揽诉讼的社会滥诉现象”

“防止发生以营利为目的而代替律师承揽诉讼的社会滥诉现象”这一目的主要是针对诉讼信

托而言的，而在我国的背景下，诉讼信托不会导致上述现象的出现。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日本提出这一制度时有特殊的社会背景，而我国没有禁止诉讼信托的必要。“禁止诉讼

信托制度”首次出现在１９２２年的日本《信托法》中，在那个时期，日本正处于民权日益高涨的“大正

民主”阶段，人民对民主和法治的要求日益扩大，甚至一些芝麻蒜皮的小利益也不惜通过诉讼的途

径解决。在这样的背景下，出于防止诉讼过于泛滥、防止司法资源被侵占的目的，日本在《信托法

（第二草案）》中增加了“禁止诉讼信托”的条文。〔１２〕而在我国《信托法》颁布前期，国家对当时的信

托公司进行了大范围的整顿，仅留下了不足百家的信托公司，且在那个时期，我国对信托的定义还

不明确，更别说利用信托的功能。事实上，我国颁布《信托法》的最重要的目的在于明确信托的定

位和含义。〔１３〕因此在我国信托立法之时，根本不存在需要禁止“诉讼信托”的背景。时至今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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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法（草案）》第１１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信托无效：（一）信托财产不能确定；（二）受益人或

受益人范围不能确定；（三）信托目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四）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参见张绪武（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

（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２０００年７月３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上。

参见卞耀武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释义》，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６９—７０页。

按照四宫和夫教授的归纳，日本禁止诉讼信托存在如下理由：１．防止律师对律师代理原则的回避；２．防

止无照讼棍代理现象；３．防止滥诉产生的弊端；４．防止讼棍介入他人之间的法律纷争，利用司法机关获取不正当利

益的行为。四宫和夫『信託法（新版）』（有斐閣，１９８９年）１４２頁。其中，观点１、观点２作为主流原因曾在多处被提

及，如１９２２年３月４日众议院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大藏省银行局长黑田英雄的发言（观点１、观点２）、青木彻二博

士的著作《信托法论》（观点１、观点２）、遊佐庆夫教授著作《信托法制评论》（观点２）。观点３则首次出现在上述黑

田英雄的发言。观点４则是由田中实教授在其论文《论诉讼信托：以战后判例为中心》中总结而出。信託会社協会

『信託法規ノ成立』（信託会社協会，１９２２年）１４５—１４６頁参照；遊佐慶夫『信託法制評論：附·信託関係法規集』（巌

松堂書店，１９２４年）４７頁参照；青木徹二『信託法論』（財政経済時報社，１９２６年）７５—７７頁参照；田中実「訴訟信託

について：戦後の判例を中心に」法学研究：法律·政治·社会３２巻４号（１９５９年）１６—１７頁参照。

由于受托人履行“讨债”义务的主要合法方式就是诉讼，同时，我国《信托法》第１１条第４项的立法目的

与日本《信托法》第１０条的立法目的并没有过大的差别，因此，在对我国《信托法》第１１条第４项的立法目的进行

探讨时，可以将讨债信托纳入诉讼信托的范畴。

参见山田昭『信託立法過程の研究』（勁草書房，１９８１年）１２０—１２１頁，转引自前注〔１〕，朱柏松文，第

９６页。日本《信托法案》（大正八年司法省案）第１３条规定：“信託ハ訴訟行為ヲ為サシムルコトヲ主タル目的トシ

テ之ヲ為スコトヲ得ス。”即“信托不得以进行诉讼为主要目的”。（由作者翻译）

参见前注〔８〕。



国民众对信托的含义和功能都不是非常了解，且信托主要被运用在商事领域，对诉讼信托会导致

社会滥诉的担忧根本是杞人忧天。

第二，诉讼信托并不是社会滥诉的根本原因。日本禁止诉讼信托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其认为，

若允许诉讼信托的存在，会出现“无照讼棍挑拨诉讼”的情形。但是信托本质上是一个“受人之托，

代人理财”的活动，在这样的语境下，提出诉讼的前提是存在债权人通过诉讼途径才能追回的不良

资产，并非讼棍挑拨就能提起诉讼。因此，诉讼数量上升的原因不是诉讼信托制造了诉讼，而是诉

讼信托将社会中积压的大量需要诉讼才能解决的不良资产“挖掘”出来展现在了法官、公众的面

前。不知道、不理解、不善于利用诉讼维护自身权利的当事人将自己的不良资产交付给受托人，让

有能力的受托人通过诉讼的途径解决这些不良资产，减少社会中不良资产的数目，反而有助于实

现社会的稳定。

第三，“律师辩护主义”并不足以成为禁止诉讼信托的理由。首先，“律师辩护主义”是否能够

成为禁止诉讼信托的理由在日本本身就存在争议。“律师辩护主义”规定在日本《民事诉讼法》第

５４条第１款，〔１４〕是指除了依照法律规定能够实施诉讼行为的代理人之外，律师之外的人原则上不

能成为诉讼代理人。日本当时之所以规定了禁止诉讼信托的条款，主要原因就在于防止无照讼棍

回避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律师辩护主义。〔１５〕２００５年日本《信托法》修订之时，理论界和实务界也

对是否应删除其《信托法》原第１１条关于禁止诉讼信托的制度进行了激烈的探讨，最终并没有将

其删除，而是将该条文予以保留。虽然在日本《信托法改正要纲试案补足说明》中并没有对其维持

“禁止诉讼信托制度”做出足够的说明，只是表示取消该条文会导致实务出现很大的问题。〔１６〕但

参照日本律师联合会做出的《关于改正现行信托法第１１条（诉讼信托的禁止）意见书》可以看出，

维持该制度的主要原因还是从律师辩护主义出发，防止非律师从事或诱发诉讼活动。〔１７〕但是，有

日本学者指出，参加诉讼的权利是保障国民基本人权所不可或缺的重大权利，认为提起诉讼、谋求

自身权利的行为不当的观点，在现代社会已难以证成。〔１８〕其次，信托受托人是以当事人本人身份

参与到诉讼活动中，因此不存在“律师辩护主义”适用的空间。所谓信托，是委托人将信托财产的

所有权转移给受托人，由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处分和管理信托财产，并将受益权归于受益人的活

动。依照信托法理，受托人享有“普通法上的所有权”，即一般意义上的所有权，即便是在不承认双

重所有权的大陆法系国家和我国，也承认受托人对信托财产有管理、运用和处分的权利。〔１９〕而诉

讼信托中受托人拥有的诉权正是从信托财产的管理权中衍生出来的合法权利。因此，应当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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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民事诉讼法》第５４条第１款规定：“法令により裁判上の行為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る代理人のほか、

弁護士でなければ訴訟代理人とな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ただし、簡易裁判所においては、その許可を得て、弁護士

でない者を訴訟代理人とすることができる。”即“除法律规定能够实施诉讼行为的代理人外，仅律师可以成为诉

讼代理人。但在简易法院审理的案件，经过法院许可后，律师以外的人也可成为诉讼代理人”。（由作者翻译）

参见前注〔１０〕，信託会社協会书，第１４５—１４６页；前注〔１０〕，青木徹二书，第７７页。

日本法務省民事局参事官室「信託法改正要綱試案補足説明」第６頁参照。

参见日本弁護士連合会「現行信託法第１１条（訴訟信託の禁止）の改正についての意見書」第６頁。

有日本学者认为，过去日本《信托法》阻碍当事人参加诉讼的可能原因在于当时日本处于战时状态。

在该状态下，日本的全部力量都为了战争的目的而集中。由于诉讼量的增多将分散国家力量，因此被视为问题。

但现代社会应当以保障国民的基本人权为第一要务。对于滥诉的评价，自然也会发生改变。其虽然不会变成社

会所欢迎的对象，但至少，不应该被当成社会严重的弊端而为法律所禁止。参见前注〔１０〕，田中実文，第３—

４页。

参见前注〔９〕，卞耀武书，第４７页。



法律是《民事诉讼法》第４８条第１款，〔２０〕而非《民事诉讼法》第５８条第２款。〔２１〕再者，诉讼信托表

面上规避了《民事诉讼法》第５８条的限制，实际上却有助于实现代理限制制度所追求的目标。在

我国，限制诉讼代理人范围的制度规定在《民事诉讼法》第５８条第２款，其将诉讼代理人的身份限

定在了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等特定人员之内。依据人大法工委做出的解释，该条的立法目

的在于维护诉讼秩序。〔２２〕而诉讼信托不仅不会对诉讼秩序造成破坏，还能对减少讼累起到积极

作用：其一，委托人会慎重选择受托人。在诉讼信托的情形下，受托人将成为信托财产的所有权

人，并以本人的名义参与诉讼活动。委托人则将丧失信托财产的管理权和处分权，除非信托文件

或法律另有规定，在受托人履行了信义义务的情况下，委托人和受益人均不能对其行为加以干

涉。〔２３〕换言之，信托财产实现与否，几乎完全取决于受托人的能力。因此，委托人会更加认真考

虑受托人的人选，并选择有一定专业能力的受托人。而专业的受托人有足够的能力推动诉讼活动

的顺利进行，从而确保诉讼效率。其二，《信托法》对诉讼信托受托人信义义务的要求也能够促进

诉讼秩序的稳定。受托人须履行法定的信义义务，除忠诚地管理债权外，还须像普通的商人对待

自己的事务一样恰当地管理债权，〔２４〕故其在参与诉讼活动时，应当在遵守法庭秩序的情形下，积

极履行相应的义务。若因受托人过失导致信托债权得不到主张，受托人不仅不能获得管理信托财

产的报酬，还有可能承担赔偿责任。〔２５〕因此，相较于委托人本人参与诉讼，受托人参与诉讼能更

好地维持法庭的秩序。其三，诉讼信托能为共同诉讼提供条件，从而减少讼累，节约司法资源。〔２６〕

综上，“律师辩护主义”并不足以成为我国禁止诉讼信托的理由。

第四，诉讼信托中不存在受托人获取不当利益的情形。有学者提出，诉讼信托会使第三人通

过其介入他人的法律纠纷从而利用司法机关获得不当利益。所谓不当得利，是指因一方没有法律

根据而取得不当利益，致使他方受损失的事实。但该“获得不当利益论”实际上是通过将受托人的

行为认定为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来否认受托人获利理由的合法性，进而将受托人获利认定为不当

利益。〔２７〕对照而言，该观点其实指向公序良俗上的考量，而非不当得利法上的不当利益。而正如

上文所述，我国并没有禁止诉讼信托的社会背景，且诉讼信托的存在不仅不会破坏现有的诉讼秩

序，反而能实现减少讼累，节约司法资源的效果，故诉讼信托并不会违反公序良俗。同时，《信托

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中的制度已经足以防范信托关系中违背公序

良俗行为的出现。依照我国《信托法》第１１条第１项，〔２８〕信托的生效本就要求其目的符合公序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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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民事诉讼法》第４８条第１款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

《民事诉讼法》第５８条第２款规定：“下列人员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一）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

者；（二）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三）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

参见王胜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释义（最新修正版）》，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２８页。

参见徐卫：《论诉讼信托》，载《河北法学》２００６年第９期，第１０８页。

参见陈雪萍、张建伟：《信托受托人享有诉权之正当性基础》，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９年第３期，第１４４页。

《信托法》第３６条规定：“受托人违反信托目的处分信托财产或者因违背管理职责、处理信托事务不当致

使信托财产受到损失的，在未恢复信托财产的原状或者未予赔偿前，不得请求给付报酬。”《信托法》第３７条第２款

规定：“受托人违背管理职责或者处理信托事务不当对第三人所负债务或者自己所受到的损失，以其固有财产

承担。”

该内容将在本文的第四部分进行讨论。

参见前注〔１０〕，田中実文，第１６—１７页。

《信托法》第１１条第１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信托无效：（一）信托目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俗的要求，同时《民法典》第１５３条第２款 〔２９〕也能对受托人管理信托财产的行为进行规制。因此

《信托法》第１１条第４项不能也没有必要通过该条款实现维护公序良俗的要求。而若从不当得利

本身的角度出发，则难以否定受托人取得报酬的合理性。在诉讼信托中，受托人取得相应的利益

是受托人基于信托合同，对信托财产进行管理而获得的合法收益。诉讼信托与普通信托的区别仅

在于管理财产的方式比较特殊，其余与一般信托别无二致。因此，受托人获得的收益是受托人（通

过诉讼途径）管理信托财产的合法所得与合理对价。由此观之，在一个正常的诉讼信托中，并不存

在受托人获取不当利益的情形。

综上，禁止诉讼信托的“防止发生以营利为目的而代替律师承揽诉讼的社会滥诉现象”这一立

法目的是基于日本“大正民主”时代的特殊背景而提出的，且诉讼信托并非社会滥诉的根本原因，

“律师辩护主义”也无法为禁止诉讼信托提供足够的理由，加上受托人获取收益具有合法的原因，

因此该观点并不能为禁止诉讼信托立法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持。

（二）诉讼信托的标的不是诉讼权利，而是信托财产

我国立法对禁止诉讼信托和讨债信托给出的第二个理由是“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不属于信托标

的，不是财产管理活动”，然而，无论是诉讼信托还是讨债信托，其信托标的从来都不是诉讼权利，

而是信托财产。

首先，诉讼信托和讨债信托的标的并非诉讼权利，而是信托财产。依照我国《信托法》第１４条

第１款，信托财产是指受托人因承诺信托而取得的财产以及受托人因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处分

或者其他情形而取得的财产。虽然《信托法》对“财产”一词没有做出规定，但依照我国现行法律，

法律上的财产主要分为动产、不动产和财产性权利，因此，信托财产的类型也应当以该三类财产为

限。〔３０〕而诉讼权利作为程序性权利，具有公法性质，〔３１〕不属于民法上的“财产”，因此无法成为信

托财产。具体而言，诉讼信托的信托财产对象没有受到限制，可能是上述类型的任何一种，而讨债

信托的信托财产为债权，也并不属于民法所禁止的范畴。

其次，受托人享有的诉讼权利由信托财产管理权演化而来。在承认“双重所有权”的英美法系

国家，信托的受托人之所以能够参加诉讼是因为其具有“普通法上的所有权”。大陆法系虽不承认

双重所有权的存在，但受托人也因信托而取得了财产的所有权。我国《信托法》第２条的表述虽然

是“委托人将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但是从《信托法》整体来看，“委托给”的正确理解应当是“委

托＋给”。“委托”是设立信托的意思表示行为，“给”是将信托财产所有权转移给受托人的行

为。〔３２〕由此观之，在我国，有效信托的成立仍然以信托财产所有权转移作为要件之一。因此，在

诉讼信托和讨债信托当中，受托人之所以能参加诉讼，是因为取得了信托财产的所有权而成为诉

讼当事人，从而具有诉讼权利。对于诉讼信托而言，诉讼既是受托人信托的目的也是实现信托财

产管理的手段，而对于讨债信托而言，诉讼仅仅是实现债权的手段之一。

再次，依照全国人大法工委的解释，禁止诉讼信托和讨债信托的原因是其标的不符合信托标

的的要求，违背了信托的基本原理。若果真如此，那么为何我国《信托法》第１１条第４项只规定专

以信托和讨债为目的的信托无效，换言之，为何非以诉讼或讨债为唯一目的的信托可实现？在“禁

止诉讼信托”制度的发源地———日本，其最高裁判所大法庭也曾做出如果诉讼信托没有回避、脱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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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第１５３条第２款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周小明：《信托制度：法理与实务》，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４７页。

辜恩臻：《论诉权的性质及其适用》，载《法学杂志》２００８年第３期，第１５６页。

参见前注〔２９〕，周小明书，第４３页。



法律的行为，且该信托有合理必要存在的理由的话，该诉讼信托可以被允许的判例，〔３３〕由此观之，

以诉讼信托和讨债信托违反信托的基本原理为由对其在立法上进行禁止是不合适的。

综上，由于诉讼信托和讨债信托的标的并非诉讼权利，而是符合我国法律规定的信托财产，加

上讨债信托的受托人不一定以诉讼的方式管理债权，且诉讼信托的受托人可以从事诉讼活动的原

因是其作为信托财产的所有权人进而具有《民事诉讼法》上诉讼当事人的身份，因此以“当事人的

诉讼权利不属于信托标的，不是财产管理活动”为由否定诉讼信托和讨债信托存在的合法性是站

不住脚的。

（三）禁止讨债信托并不能实现规避“讨债公司”的目的

该理由主要是针对讨债信托（包括讨债诉讼信托）设定的。禁止讨债信托的制度是我国《信托

法》首创，即使在存在禁止诉讼信托制度的日本、韩国、我国台湾地区都没有此项规定，甚至在日本

１９２２年《信托业法》第４条第３项、〔３４〕韩国《信托业法》第１０条第３项、〔３５〕我国台湾地区“信托业

法”第１６条第２项 〔３６〕中均存在“允许设立由信托公司担任受托人的金钱债权信托”的规定。〔３７〕而

依据我国人大法工委对《信托法》第１１条第４项的解释，禁止讨债信托的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稳定，

然而，《信托法》第１１条第４项并不能实现该目的。

首先，讨债公司存在的根本原因并不是讨债信托。正如上文所述，讨债信托不过是将隐藏在

社会之中的不良资产呈现在社会的面前。讨债公司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存在大量的不良资

产，讨债信托和诉讼信托的存在使得专业的受托人以合理、合法的方式管理和解决这些不良债务，

化解社会矛盾，反而有助于社会稳定。

其次，禁止讨债信托也不能抑制“讨债公司”的产生。第一，协助债权人处理不良债权不一定

需要债权的转让。委托、代理等制度也能实现“帮人讨债”的目的。依据《民法典》第９２０条，〔３８〕债

权人完全可以将不良债权的请求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帮其处理不良债权的一切事务；或可

依据《民法典》第１６１条第１款，〔３９〕将不良债权请求权交由代理人实施，并依据《民法典》第１６２

条，〔４０〕将行为的效果归于被代理人。这些在法律上明文规定的行为都能在不转让债权的前提下，

实现“帮人讨债”的目的。第二，债权转让的方式并非只有信托一种。依据我国《民法典》第５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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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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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日本最高裁判所大法廷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１１日判決，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集２４巻１２号１８５４頁。

日本《信托业法》（１９２２年）第４条第３项规定：“信託會社ハ左ニ掲クル財産以外ノモノノ信託ノ引受ヲ

為スコトヲ得ス：…三、金錢債權…”即“信托公司不得接受左列以外的财产信托：……三、金钱债权……”。（由

作者翻译）该条文在２００４年日本《信托业法》修订时被删除，从而扩大了信托财产的范围。参见日本金融庁「改正

信託業法の概要」による，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ｆｓａ．ｇｏ．ｊｐ／ｐｏｌｉｃｙ／ｓｈｉｎｔａｋｕ／０１．ｐｄｆ，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０日访问。

韩国《信托业法》（２００８年）第１０条第１款第３项规定：“Ｅｖｅｒｙｔｒｕｓｔｃｏｍｐａｎｙｓｈａｌｌｂｅｐｒｏｈｉｂｉｔｅｄｆｒｏｍ

ａｃｃｅｐｔｉｎｇｔｈｅｔｒｕｓｔｏｆａｎｙ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ｏｔｈｅｒｔｈａｎ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ｆａｌｌｉｎｇｕｎｄｅｒｅａｃｈｏｆ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ｓｕｂ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ｓ：…

３．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ｃｌａｉｍｓ；…”（英文版来源于韩国国家法律信息中心）即“信托公司不得接受下列项目以外的财产信

托：……３．金钱债权……”该条文最初被制定在１９６１年韩国《信托业法》中，其后来的修订均未涉及该项。

我国台湾地区“信托业法”（２０１８年）第１６条第２项规定：“信托业经营之业务项目如下：二、……金钱债

权及其担保物之信托；……”该条文最初制定在我国台湾地区２０００年“信托业法”中，其后来的修订均未涉及该项。

参见张淳：《我国信托法关于讨债信托与诉讼信托无效的规定应当删除》，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

２０１４年秋季卷，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４０页。

《民法典》第９２０条规定：“委托人可以特别委托受托人处理一项或者数项事务，也可以概括委托受托人

处理一切事务。”

《民法典》第１６１条第１款规定：“民事主体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民法典》第１６２条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

效力。”



条，只要不违反《民法典》第５４５条第１款，〔４１〕即可自由转让债权，且债权人仅需履行通知义务该转

让即对债务人发生效力。债权人完全可以通过与“讨债公司”进行债权交易，以低于债权标的的价

格将债权转让给“讨债公司”，从而实现与讨债信托几乎一样的效果。由此观之，我国有许多法律

制度都能实现“帮人讨债”的目的，单单禁止信托这一形式，显然是不合理的。

再次，我国已经有其他的法律法规对“讨债公司”的主体和行为进行了约束。依照人大法工委

解释的原文“防止有特殊背景的个人或组织担当了‘讨债公司’的角色”来看，该目的更加着重于强

调对“讨债公司”的管理，而并非针对信托行为本身。单纯对信托行为本身进行限制并不能实现对

“讨债公司”资格的规制，且“讨债公司”的行为方式又不止信托一种。因此，以此为理由禁止讨债

信托是非常不合理的，对“讨债公司”主体资格进行限制将会是更好的选择。此外，该理由对“特殊

背景”定义不清，笔者大胆猜测，该特殊背景指的是具有“黑社会性质”。然而，“黑社会性质组织”

本来就被我国法律所禁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２９４条 〔４２〕已经明确规定，组织、领导、参加黑

社会性质组织是犯罪行为。刑法的威慑力和预防作用远比作为私法的《信托法》要大，在《刑法》之

外又在《信托法》上对此进行规定显得有些许“画蛇添足”。〔４３〕此外，即便“讨债公司”的行为仅仅

是尚未达到犯罪程度的违法行为，我国的其他法律也能对其进行规制，如《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等。

《信托法》第１１条第４项在此起到的作用并不大。

综上，从讨债公司产生、运作方式以及我国实际情况来看，我国《信托法》第１１条第４项不能且

没有必要通过该途径实现“防止有特殊背景的个人或组织担当‘讨债公司’的角色”的目的，因此该

观点也无法为《信托法》第１１条第４项的制定提供有效支持。

（四）诉讼信托和讨债信托不会损害债权人和债务人权益

人大法工委认为，诉讼信托和讨债信托会产生危害债权人和债务人权益的问题，但是其并未

对诉讼信托和讨债信托会造成的问题进行举例，而仅仅是将其作为兜底条款来使用。然而，该问

题是否存在尚且存疑，且如果其真的会有这么大的危害，为何大多数国家对其并没有进行限制？

实际上，诉讼信托和讨债信托不仅不会对债权人和债务人的权益构成损害，反而有助于双方权益

的维护，这一部分将在本文第四部分第二节进行论述。

（五）“禁止诉讼信托”制度并非各国通例

全国人大法工委的释义中提及，不少国家和地区都做出了与“禁止诉讼信托和讨债信托”制度

基本相同的规定。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禁止诉讼信托”制度首次出现是在１９２２年的日本《信托

法》，除此之外仅在韩国《信托法》和我国台湾地区“信托法”中有相关的规定，且在日本和我国台湾

地区，“禁止诉讼信托”制度是否合理在学术界仍有不小的争论。而讨债信托是我国对“禁止诉讼

信托”制度的创新，在其他法域并没有相关的规定，将二者视为各国和地区信托制度的通例实为

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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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第５４５条第１款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债权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除外：（一）根据债权性质不得转让；（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

《刑法》第２９４条规定：“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积极参加

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

者剥夺政治权利，可以并处罚金。”

也有日本学者在对原日本《信托法》第１１条的立法理由———防止社会滥诉以及防止讼棍参与诉讼进行

分析时提出，“虽然讼棍介入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纠纷确实令人感到不快，但如果讼棍的行为举止涉及暴行或者

胁迫的话，已经毫无疑问构成刑法上的犯罪，因此，似乎没有必要仅针对讼棍作出额外的规定”的观点。参见前注

〔１０〕，田中実文，第３页。



而且，即便是在“禁止诉讼信托”制度的发源地———日本，专门以诉讼为目的的信托也存在适

用的空间。具体而言，由于日本《信托法》上的诉讼信托指的是“以诉讼行为为主要目的的信托”，

其能够主观解释的范围非常大，因此可以通过法官的主观解释允许诉讼信托存在。日本广岛高等

裁判所在判决中表明，在不违反律师代理原则和信托法精神的情况下，没有必要认为任意的诉讼

信托是绝对禁止的。通过工会进行诉讼是劳动者的诉讼权利之一，因此该行为并不违反《信托法》

第１１条以及“律师回避原则”，受托人从而具有诉讼主体资格。〔４４〕同时，日本最高法院也做出“当

诉讼信托没有对现有的法律进行回避且有合理的必要时不应当禁止的判决”。〔４５〕此外，《信托法

改正要纲试案补足说明》《信托法制研究会报告书》中提及的“具有正当目的的诉讼信托应当被许

可”这一观点的被接受程度越来越高，法官在裁判之时越来越倾向判断其是否构成脱法信托。〔４６〕

由此观之，在日本法体系下，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能够为诉讼信托保留适用的一席之地。然而，我国

的诉讼信托规定的范围过小，解释空间较小，若从目的分析回避该条适用，极容易构成对该条字面

含义的违反，破坏法律的公信力。

由此观之，我国人大法工委所给出的立法解释均不能为《信托法》第１１条第４项的制定提供有

效的支持。因此，该条文的制定没有立法上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二、该条文没有适用的空间

从法律体系、司法实践两方面上看，即便《信托法》第１１条第４项有存在的必要，其也没有适用

的空间。

（一）该条文容易被规避

图１

诚如上文所述，我国现行法当中，有大量的制度能够实现“帮人讨债”“替人诉讼”的目的。其

中，由于债权债务转让会发生财产权的转移，其与信托制度最为相近，故在此处单独进行讨论。首

先，附条件的债权转让与自益讨债信托在经济效果上差距不大。依据我国《民法典》第５４５条第

１款，债权人可以将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在该法律关系中，债权人丧失债权，第三人取得相应债权，

成为新的债权人。一般而言，债权人不会无故转让债权，其目的往往是增加资金的流动性，因此双

方之间往往通过买卖方式进行交易，第三人还需要向债权人支付一定的对价。虽然，债权转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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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

〔４６〕

参见日本広島高等裁判所１９５３年１０月２６日判決，高等裁判所民事判例集６巻１２号７７８頁。

参见前注〔３３〕。

参见日本大阪高等裁判所１９６４年６月１５日判決，高等裁判所民事判例集１７巻５号２６１頁。



同时，债权无法履行的风险也随之转移，即由第三人承担债权无法履行的损失，但该风险的转移可

以通过第三人附条件支付对价等法律关系的缔结进行控制，如让债权实现作为受托人支付价款的

先决条件。在此情形下，债权无法履行时的经济损失实际上仍由债权人承担。而在自益讨债信托

的法律关系中，委托人将债权交付给受托人，受托人取得债权，且管理债权（信托财产）的收益由委

托人享有。在效果上，债权转让关系中的受让人与信托关系中的受托人均可以获得债权，且债权

人和信托委托人均可以享受相关的经济利益，即债权转让所获得的对价以及信托收益，同时，附条

件的债权转让和自益信托的风险承担者为债权人和具有受托人身份的信托委托人。由此观之，附

条件的债权转让与自益讨债信托在经济效果上并没有过大的区别。

其次，同时使用债权转让制度和《民法典》第５２２条第１款所制定的不真正利他合同制度能够

复制讨债信托的效果。依据《民法典》第５２２条第１款，〔４７〕当事人可以与第三人约定向第三人履行

债务，此时的第三人才是真正的“受益人”。在这一情况下，虽然债务人有义务向第三人履行，但这

仅是合同的一种特殊的履行方式，第三人不享有履行请求权，〔４８〕与信托受益人享有信托利益但是

不能直接向债务人主张债权的地位高度类似。由此观之，组合使用债权转让和不真正利他合同制

度能够实现与讨债信托高度相似的法律效果。

然而，在我国现行法背景下，由于我国《信托法》第８条第１款 〔４９〕要求信托以书面的形式成立，

消除了债权债务转让被认定为“拟制信托”的可能性，该行为也无法由《信托法》第１１条第４项进行

规制。

结合本文第一部分第（三）项第三段以及上文论述，委托人完全可以通过委托、代理、债权转让

等其他制度实现与诉讼信托和讨债信托类似的效果。因此，《信托法》第１１条第４项并没有多少适

用的空间。

（二）诉讼信托和讨债信托认定困难

首先，难以判断某个信托是否“专以诉讼或讨债”为目的。对于诉讼信托，我国《信托法》的规

定相较于日本、韩国、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规定缩小了范围，将“主要目的”变为“专门目的”，因此，

只有以诉讼为唯一目的的行为才有可能被认定为诉讼信托。问题在于，诉讼是诉讼信托的手段，

在该手段的背后信托自然还有其他的目的，在日韩以及我国台湾地区还能认为诉讼是作为“主要

目的”而存在的，从而将其认定为诉讼信托，但依照我国《信托法》第１１条第４项的规定，诉讼信托

在我国是很难认定的。从有关案例中可以发现，〔５０〕即便委托人和受托人有诉讼信托的意图，双方

也可以通过增加额外的信托目的或委托事项来规避该条文的适用，并且由于举证责任在相对人一

方，相对人很难搜寻到委托人和受托人专以诉讼为目的的证据，因此该条文适用的空间非常小。

虽然，我国《信托法》第１１条第４项由于加入了讨债信托，其规制的范围看似有所增加，但是由于讨

债信托也强调“目的的唯一性”，因此将会面临和诉讼信托一样的问题。

那么，是否将诉讼信托和讨债信托的范围从“目的唯一性”改为“目的主要性”就能解决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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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第５２２条第１款规定：“当事人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债务人未向第三人履行债务

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

虽然薛军教授该观点是针对《合同法》第６４条而言的，但由于《合同法》第６４条的规范为《民法典》第

５２２条第１款所承继，因此该观点也可适用于《民法典》第５２２条第１款。参见薛军：《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６４条的定性与解释———兼与“利他合同论”商榷》，载《法商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２期，第５７页。

《信托法》第８条第１款规定：“设立信托，应当采取书面形式。”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富昱特图像技术有限公司侵害作品复制权纠纷上诉案，广州知

识产权法院（２０１６）粤７３民终３７３号判决书。



答案是否定的。日本面临的一大问题是，由于“主要”一词具有极大的模糊性，导致对是否构成诉讼信

托的把握非常困难。〔５１〕然而，即便如此，由于标准不明，也存在大量不同的认定，例如有学者认为，

“主要目的”即直接进行诉讼。〔５２〕在日本的裁判中，〔５３〕也存在以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关系、受托

人的业务范围、受托和起诉之间的间隔、是否取得不当得利等多种判断标准。〔５４〕强调“目的主要

性”虽能够解决容易规避的问题，但是由于其主观性太强，变相增加了司法不公的可能性。

最后的结果是，“禁止诉讼信托”剩下的可能性仅有不允许信托受托人以诉讼的方式管理信托

财产，而这样的规定显然不符合信托的基本原理，阻碍信托创新，也不利于信托财产的管理。因

此，无论如何规定诉讼信托的范围，都会存在问题。

综上，无论如何设定诉讼信托和讨债信托的范围，其或存在规定过于严苛，或存在行为难以认

定，或存在目的难以举证的问题，且在我国现行法的背景下，委托人可以通过增加信托目的或利用

其他法律行为回避《信托法》第１１条第４项。因此可以认为，该条文在我国没有适用的空间。

三、该条文具有消极影响

如果《信托法》第１１条第４项的问题仅仅是没有存在的理由和没有适用空间，那么其只是“无

功无过”，继续留存在我国《信托法》当中也无大碍。但问题是，该条文受制于特定的社会背景，造

成现行法律和实践产生冲突等诸多消极影响，因此有必要将其从我国信托法中删除。

（一）该条文与其他法律产生冲突

《信托法》第１１条第４项与我国现行法律存在直接或者间接的冲突，从而造成经济和社会秩序

混乱无序、损害公民利益、降低社会效率、浪费社会资源等严重后果，〔５５〕加上其并没有合理的立法

理由，因此，将其删除是必要且更好的选择。

１．与《民事诉讼法》第２条和第４８条矛盾：侵犯受托人的诉讼权利

诉讼信托和讨债信托的本质是信托，其依旧符合信托的基本原理。因此，受托人会因信托行

为而取得信托财产的所有权。此时，受托人作为信托财产的所有权人，应当具有以当事人身份参

加诉讼的权利，该权利为我国《民事诉讼法》第２条 〔５６〕和第４８条所肯定和保护。然而，《信托法》第

１１条第４项却在没有合理依据的前提下，〔５７〕直接剥夺了受托人作为当事人所享有的诉讼权利，致

使《民事诉讼法》与《信托法》之间产生了冲突。同时，信托作为民事法律行为，其纠纷当由民事诉

讼程序解决。在文明社会禁止私力救济的状况下，如果连当事人要求启动司法程序、参加诉讼的

权利都不能保障，又如何解决民事纠纷和实现民事权益呢？〔５８〕因此《信托法》第１１条第４项严重

侵犯了受托人的诉讼权利，进而对信托财产的管理和维护造成了极大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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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注〔１０〕，遊佐慶夫书，第４７页。

参见［日］中野正俊、张军建：《信托法》，中国方正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６４页。

参见日本広島高等裁判所２０１７年３月９日判決，判例時报２３３８号２０頁。

参见前注〔１０〕，田中実文，第１５—１６页。

参见蔡定剑：《法律冲突及其解决的途径》，载《中国法学》１９９９年第３期，第５１页。

《民事诉讼法》第２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护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保证人民法院

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正确适用法律，及时审理民事案件，确认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制裁民事违法行为，保护当事人

的合法权益，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

参见本文第一部分第一项第四段论述。

参见左卫民、朱桐辉：《公民诉讼权：宪法与司法保障研究》，载《法学》２００１年第４期，第４页。



２．与著作权集体管理相关制度矛盾

《信托法》第１１条第４项与我国有关著作权集体管理的制度存在矛盾，对著作权的保护可能存

在不利影响。

首先，《著作权法》第８条肯定了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在管理作品时所享有的诉权。《著作权

法》第８条第１款 〔５９〕明确指出，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被授权后，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为著作权人和与

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主张权利，并可以作为当事人进行涉及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诉

讼、仲裁活动。根据全国人大对该条的解释和现实中的实际操作，该行为往往以信托的方式进

行。〔６０〕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作为受托人，在接受著作权人授权的基础上，以自己的名义对著作权

人的某项权利对外行使管理职能，主要体现在对使用者发放许可、收取报酬、对侵权者提出法律交

涉。〔６１〕由此观之，《著作权法》第８条实际上肯定了信托受托人对信托财产所享有的诉权。

其次，仅以诉讼为目的的著作权集体管理信托为《著作权法》及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的其他规

定所认可。诚然，依据《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２条，〔６２〕著作权集体管理活动包括发放许可、转

付使用费、订立权利许可使用合同、进行诉讼仲裁在内的四项内容。但是，该四项内容是并列存在

于该条例第２条的，仅以诉讼为由成立的著作权集体管理信托并不存在条件前置。同时，《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６条 〔６３〕单独强调了著作权集

体管理组织依据著作权人的书面授权而以自己名义参与诉讼的正当性。而且，《著作权法》的释义

中明确指出，如果作者没有将某项权利明确授权给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则该项权利仍属于作者

所有，〔６４〕因此，著作权人可以仅将参与诉讼的权利授权给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而将订立权利许

可、使用合同等权利予以保留。简言之，从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的规定来看，仅以诉讼为由成立的

著作权集体管理信托的合法性应当得到承认。

再者，著作权集体管理信托的初衷在于权利保护而非权利行使。我国有关著作权集体管理的

制度最早出现在《著作权法》第８条，依据该法的释义，制定该法的主要目的在于保护著作权人的

合法权益、遏制侵权活动，并与国际接轨。〔６５〕结合《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２条，该制度最开始

的目的就在于便于使用者支付使用费以及通过诉讼或仲裁维护著作权人的权利，因此提起诉讼并

非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所拥有的附带的权利而是主要权利。

最后，《信托法》第１１条第４项制约诉讼信托的理由完全不适用于著作权集体管理信托。其

一，依据《著作权法》第８条第１款，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属于非营利性法人，因此其不会为了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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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

〔６０〕

〔６１〕

〔６２〕

〔６３〕

〔６４〕

〔６５〕

《著作权法》第８条第１款规定：“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可以授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

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依法设立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是非营利法人，被授权后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为

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主张权利，并可以作为当事人进行涉及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诉

讼、仲裁、调解活动。”

参见刘学在：《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之当事人适格问题研究》，载《法学评论》２００７年第６期，第５９—６０页。

参见胡康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释义》，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３３页。

《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２条：“本条例所称著作权集体管理，是指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经权利人授权，

集中行使权利人的有关权利并以自己的名义进行的下列活动：（一）与使用者订立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

利许可使用合同（以下简称许可使用合同）；（二）向使用者收取使用费；（三）向权利人转付使用费；（四）进行涉及

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诉讼、仲裁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６条：“依法成立的著作权集

体管理组织，根据著作权人的书面授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参见前注〔６１〕，胡康生书，第３４页。

同上注，第３３页。



私人利益而滥诉；其二，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成立需要经过国家版权局的批准，且其收取、转付

使用费及提取、使用管理费的行为将受到国家版权局和社会公众的监督与管理，〔６６〕在双重监督之

下也不会导致极端的讨债公司出现；其三，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属于专业性的组织，其能够利用专

业能力，更好地维护著作权人的利益，同时，其专业化和规模化的经营方式能够降低著作权人的信

息成本与维权成本。〔６７〕因此，《信托法》第１１条第４项提出的理由不能成为禁止仅以诉讼为目的

的著作权集体管理信托的依据。

综上，著作权集体管理的制度在肯定了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具有诉权的同时，没有否定仅以

诉讼为目的的著作权集体管理信托的合法性，故《著作权法》对于仅以诉讼为目的的著作权集体管

理信托持肯定态度。但《信托法》第１１条第４项却将该情形认定为无效信托，阻碍了对著作权侵权

的遏制，不利于对著作权的维护，并且降低了著作权管理的效率。此外，著作权人依据《著作权法》

第８条做出的合法行为，却被《信托法》第１１条第４项认定成无效，且《信托法》无法给出合理的解

释，这样将造成著作权人对现行法律的责难和不信任。假若法官做出裁判时主要依照《著作权法》

《著作权集体条例》认定该行为是依照法律规定做出的合法行为，置《信托法》第１１条第４项于不

顾，〔６８〕虽能实现对著作权的保护，但构成了实际上的“枉法裁判”行为。

（二）该条文受制于特定的社会背景，阻碍信托创新发展，且与我国现所追求的“法治社会”目

标相违背

首先，随着时代的发展，受制于特定时期的立法应予修改。依据上文，“禁止诉讼信托”〔６９〕是

在日本“大正民主”的背景下，为避免“无照讼棍挑拨诉讼”突破“律师辩护原则”，防止滥用司法资

源而制定的。且不论我国没有与当时的日本类似的背景，即便是有，当特定的时代过去之后，该制

度也需要修改。对于日本来说，其引入信托法制时囿于既存社会问题，致使立法方向除弊大于兴

利，〔７０〕随着社会背景的变化，该制度将逐渐失去其效用。而我国本就没有需要打压诉讼的社会背

景，现在反倒是要增强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维权意识，而《信托法》第１１条第４项在某种程度上与

我国追求“法治社会”的目标相违背。

其次，由于该制度并非根据信托的基本原理做出，因此其会阻碍信托创新的发展。信托本是

将人们从僵硬的法制度和国家规制中解放出来，对社会和经济发展新制度的创造具有显著意义的

法律行为。〔７１〕但由于“禁止诉讼信托”制度出台的目的在于应对社会问题，并未考虑该制度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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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泽森：论诉讼信托和讨债信托的效力

〔６６〕

〔６７〕

〔６８〕

〔６９〕

〔７０〕

〔７１〕

《著作权法》第８条第３款规定：“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应当将使用费的收取和转付、管理费的提取和使

用、使用费的未分配部分等总体情况定期向社会公布，并应当建立权利信息查询系统，供权利人和使用者查询。国

家著作权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对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进行监督、管理。”第８条第４款规定：“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

设立方式、权利义务、使用费的收取和分配，以及对其监督和管理等由国务院另行规定。”《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

９条规定：“申请设立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应当向国务院著作权管理部门提交证明符合本条例第七条规定的条件

的材料。国务院著作权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材料之日起６０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批准的，发给著

作权集体管理许可证；不予批准的，应当说明理由。”

参见向波：《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市场功能、角色安排与定价问题》，载《知识产权》２０１８年第７期，第６９页。

参见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诉龙岩市新罗区阳光帝歌娱乐城侵害作品放映权纠纷案，福建省龙

岩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６）闽０８民初１０８号民事判决书；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诉龙岩市荣和商业发展有

限公司侵害作品放映权纠纷案，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６）闽０８民初１０２号民事判决书。

该内容虽仅涉及“禁止诉讼信托”制度，但是由于我国在设立“禁止讨债信托”制度时的理由与禁止诉讼

信托的理由相似，因此该解释对“禁止讨债信托”制度同样适用。

参见方嘉麟：《信托法之理论与实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３６９页。

参见［日］能见善久：《现代信托法》，赵廉慧译，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５页。



符合信托法的基本原理，因此在人们后续依照信托法原理进行信托创新时可能会与该制度产生矛

盾，从而致使信托创新活动遭受一定的阻碍，影响信托功能的发挥，〔７２〕使得信托的创新性和灵活

性受损。

综上，由于“禁止诉讼信托和讨债信托”的制度与我国现有的社会背景相违背且对信托制度的

创新将会产生不利影响，因此该条文应当被删除。

（三）该条文的立法宗旨与管理社会不良资产的目标相违背

首先，我国存在管理不良资产的需求。第一，我国银行业不良资产的问题愈发严峻。截止到

２０２０年第四季度，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已经达到了２７０１５亿元，〔７３〕如此规模的不良资产，

不仅会降低银行抗风险的能力，还可能触发银行危机乃至金融危机等一系列恶性后果，〔７４〕对我国

金融业环境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第二，国家对不良资产的问题日渐重视。近年来，我国政府

在全国人大及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等重要会议中多次提及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性，〔７５〕而有

序化解不良资产所带来的风险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７６〕早在１９９９年，

我国便成立了以东方、长城、华融和信达为首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依据《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

例》第２条，“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是指经国务院决定设立的收购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管理和处置因

收购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国有独资非银行金融机构”。依据该定义和《金融资产管理

公司条例》第１０条第１项 〔７７〕可知，收购并处置不良债权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首要任务之一。除

此之外，为了拓宽不良贷款的处理渠道和处理方式，银保监会已批准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流转中

心开展相关的试点工作。〔７８〕第三，非金融业也有处置不良资产的需求。虽然国家设立四大金融

资产管理公司原本的目的是处理来自四大银行的金融不良资产，但随着政策性任务的相继完成，

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在国家财政部的支持下逐渐开始进行商业化转型。２０１５年６月９日，财政部、

银监会颁发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开展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业务管理办法》，将资产管理公司能够

收购的资产从金融不良资产扩大到了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７９〕简言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可以

收购除了自然人以外其他法律主体符合规定的不良资产。由此观之，我国在金融业领域和非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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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胡旭鹏、范雯霞：《我国诉讼信托禁止制度之法律思考》，载《经济导刊》２０１１年第１０期，第５６页。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统信部：《２０２０商业银行主要监管指标情况表（季度）》，载中国银行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官方网站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７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ｂｉｒｃ．ｇｏｖ．ｃｎ／ｃｎ／ｖｉｅｗ／ｐａｇｅｓ／ＩｔｅｍＤｅｔａｉｌ．ｈｔｍｌ？ｄｏｃＩｄ＝

９６６７２７＆ｉｔｅｍＩｄ＝９５４＆ｇｅｎｅｒａｌｔｙｐｅ＝０。

参见洪艳蓉：《资产证券化与不良资产处置———中国的实践与反思》，载《证券市场导报》２０１８年第１２

期，第５页。

参见栗战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５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上》，载中国人大网２０２０年６月１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ｐｃ．ｇｏｖ．ｃｎ／ｎｐｃ／ｃ３０８３４／２０２００６／ａｆ４０１ｂ４ｃ０５５１４２

１７９ｆ１ｃｅａ４ａ１７ｅｂｆｅｂ１．ｓｈｔｍｌ；新华社：《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京召开》，载中国政府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ｘｉｎｗｅｎ／

２０１７ ０７／１５／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２１０７７４．ｈｔｍ；李克强：《２０１７年政府工作报告———２０１７年３月５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载中国政府网２０１７年３月５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ｇｕｏｗｕｙｕａｎ／２０１７ｚｆｇｚｂｇ．ｈｔｍ。

参见上注，李克强所做报告。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第１０条第１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其收购的国有银行不良贷款范围内，管

理和处置因收购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时，可以从事下列业务活动：（一）追偿债务；……”

参见《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开展不良贷款转让试点工作的通知》，银保监办便函〔２０２１〕２６号，

２０２１年１月７日发布。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开展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业务管理办法》第１条：“为推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以下

简称资产公司）商业化转型和可持续发展，规范资产公司收购和处置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经营行为，促进资产公司

合规经营，稳健运行，根据《金融企业财务规则》等相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业领域均有管理、处置不良资产的需求。

其次，信托是管理不良资产的优良手段。通过信托制度，不仅可以达到不良资产转移的效果，

而且可以利用受托人的专业性管理不良资产，加快不良资产消除的速度，最重要的是，不同于其他

制度，信托具有规避风险的功能。不良资产的存在不仅会阻碍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的发展，而

且会造成机构运行的不稳定，单纯的债权债务转移仅仅是将风险从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转移到

资产管理公司，因此会对资产管理公司本身造成不利影响。而如果通过信托制度实现不良资产的

转移，则可以利用信托财产的独立性，由信托财产自身承担风险，从而将资产管理公司和委托人从

不良资产的风险中解放出来。

然而，由于不良资产大多是需要追讨的债权，且《信托法》并未对“讨债”一词做出解释，因此不

良资产信托业务极有可能被认定为诉讼信托或讨债信托，〔８０〕从而无效。《信托法》第１１条第４项

阻碍了信托制度在不良资产处置方面的发挥，与我国减少社会不良资产、维护社会经济稳定的目

标相背离，因而有删除的必要。

综上，由于《信托法》第１１条第４项与我国《民事诉讼法》《著作权法》中的部分法条和制度产生

矛盾，对我国现行法律体系造成破坏，导致社会公众对冲突条款的疑惑，乃至对法律的不信任。同

时，其受制于特殊的社会背景，阻碍信托创新的发展，且与我国管理社会不良资产的目标相违背，

因此《信托法》第１１条第４项应予删除。

四、诉讼信托和讨债信托应当有效

（一）诉讼信托和讨债信托符合我国《信托法》对信托设立的要求

所谓信托，即在信任的基础上托付。〔８１〕依照我国《信托法》第２条，所谓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

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

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依照我国《信托法》第６条至第９条和第１４条的规

定，在我国成立信托需要满足目的合法、财产合法且确定、受益人确定、书面确立、登记等要求。其

中，由于书面确立和登记属于程序性事项，在此不多做讨论。从实质要件上看，无论是诉讼信托还

是讨债信托，其设立都需符合目的合法、财产合法且确定和受益人确定三个要件，由于受益人确定

这项只需委托人明确受益人即可实现，因而在此处只讨论其余两个要件。

１．诉讼信托和讨债信托目的合法

信托目的即设立信托所欲达到的目的。诉讼信托的目的是受托人代委托人处理诉讼事务，讨

债信托的目的则是代替受托人行使债权请求权。由于本文的目的在于讨论《信托法》第１１条第

４项是否合理且上文已得出该条文应当删除的结论，因此，下文将在排除我国《信托法》第１１条第

４项的前提下讨论诉讼信托和讨债信托目的是否合法。

首先，诉讼信托合法。上文提及，在诉讼信托的条件下，受托人将成为信托财产的所有权人，

在民事诉讼中，能以当事人的身份参加诉讼，处理诉讼的相关事宜。诉权是私权主体的基本权利，

在符合起诉条件且权益受到侵害时，权利主体有寻求司法救济的权利。而至于其是否选择诉讼、

因何种理由、以何种方式进行诉讼，都是其自主选择的权利，没有合理的理由不能对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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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８２〕

其次，讨债信托合法。信托的本质是一个“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资产管理活动。而债权作

为财产的一种，在我国对信托财产的种类没有过多限制的前提下，债权自然能够成为信托财产。

而所谓“讨债”不过是管理债权的一种方式，没有理由对其在信托领域进行额外的限制。况且正如

保理等业务所呈现的，讨债在现代社会已经成为一种合法的业务，〔８３〕且即便在其他存在“禁止诉

讼信托”制度的法域，不仅没有“禁止讨债信托”的内容，甚至还在其他法律中表明信托能够从事该

项业务，〔８４〕综上所述，讨债信托符合信托目的合法的要求，禁止信托收债并没有充分的理由。

２．诉讼信托和讨债信托的信托财产符合《信托法》的要求

设立信托需要一定的信托财产。依照我国《信托法》的有关规定，信托财产需要满足合法性、

确定性、委托人有权处分性以及可转让性。依据上文的论述，诉讼信托的信托财产是普遍意义上

的信托财产，其特殊性仅在于其信托财产管理方式的特殊性，除此之外与一般信托并没有过大的

差别，因而在此重点对讨债信托标的———债权是否能够作为信托财产进行论述。

首先，信托财产包括可转让的财产性权利。依据上文所述，我国信托法对信托财产的类型并

未做特别限制，财产性权利也属于信托财产的类型之一。同时，我国《信托法》第１４条要求信托财

产应当具有可流通性，即能够合法转让。而我国《民法典》第５４５条第１款在立法上对债权的可转

让性予以认可，因此债权满足信托财产的该项要求。

其次，作为信托财产的债权应当是合法债权。依据我国《信托法》第７条，信托财产应当是委

托人合法所有的财产，即不法债权不能作为信托财产，如赌债、毒资等。然而，该规定是在承认债

权能够作为信托财产的前提下对债权性质的要求，而对债权是否能作为信托财产本身并没有

限制。

再次，债权符合对信托财产确定性的要求。虽然有学者主张债权债务在裁决前并不确定，因

此债权不满足信托财产确定性的要求。〔８５〕但是，债权并非在裁决之后方能确定下来，在合同生效

以及侵权行为、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缔约过失、单方允诺行为发生法律效力之后，当事人之间的债

权债务关系便已确立，债权人即享有相应的请求权。事实上，且不论已经成立生效的债权具有一

定的确定性，部分未来债权（如公路收费权等）由于具有相当大的确定性，〔８６〕亦符合《信托法》第

７条对信托财产确定性的要求，从而能够作为信托财产。

综上，诉讼信托和讨债信托并没有违背信托“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目的，同时其均符合我国

《信托法》对信托设立的要求。由此观之，诉讼信托和讨债信托的设立符合信托的基本法理。

（二）诉讼信托和讨债信托具有积极意义

１．诉讼信托和讨债信托的设立有利于保障债权人债务人权益

诉讼信托和讨债信托是债权人或者债务人设立的，一般情况下其不会对自身的权益造成影

响。依据委托人身份的不同，可以将诉讼信托和讨债信托分为“债权人设立的诉讼信托和讨债信

托”（以下简称“债权人信托”）以及“债务人设立的诉讼信托和讨债信托”（以下简称“债务人信

托”）两类。但无论是哪一种类型，委托人本身设立该信托的目的是维护自身的权益，并不会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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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权益造成损害，并且其设立或多或少能给相对人带来有利的影响。

（１）“债权人信托”对债权人和债务人有利

首先，“债权人信托”对债权人有利。债权人设立该信托的目的在于其能够利用信托受托人的

专业能力更好地维护其权益。第一，作为一般社会公众的债权人，往往缺乏诉讼和讨债的相关经

验和知识，无法很好地管理债权，甚至可能导致无法实现债权的情形。而信托受托人往往是该领

域的专业人士，“债权人信托”能够赋予受托人占有权、管理权和处分权，从而使其更好地发挥自己

的能力，保证债权实现。第二，债权本身还是财产，在经济活动中有一定的价值。作为专业人士的

受托人能够发现并利用债权潜在的经济价值，在实现债权的同时，创造额外的收益。第三，“债权

人信托”将减少债权人管理债权的压力。管理债权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而债权人通常不

是“职业放贷人”，其管理债权所需要的时间和精力往往要比受托人多，甚至可能影响到其正常的

生活和工作。通过“债权人信托”，债权人能够通过支付一定的管理费，减少自身在管理债务上的

支出和压力。第四，即便受托人实施于委托人利益有损的行为，委托人也可以依据我国《信托法》

第５３条第２项，终止信托。假若信托目的本身就是对委托人不利的，也可以将其视为委托人对自

身权益的放弃，法律对私权利的放弃没有必要进行干涉。综上，“债权人信托”不仅能够减少债权

人管理债权的成本，而且能够增加债权实现的可能性，甚至有带来额外收益的可能，其带给债权人

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对于债务人来说，“债权人信托”仅仅是变更了其支付债务的对象，并没有给其带来额外

的负担。而且在其多数债权人选择同一受托人且债权性质同一的情形下，能够通过实现债权集

中，减少其履行的成本。因此，“债权人信托”对债务人有利无害。

（２）“债务人信托”对债权人和债务人有利

首先，“债务人信托”对债务人有利。与“债权人信托”类似，债务人可以通过“债务人信托”，利

用受托人的专业性，更好地管理债务，防止其因违约或其他原因增加其债务的履行成本。同时，减

少管理成本的优势在“债务人信托”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债务人设立“债务人信托”往往是为了管

理具有多个债权人的同一类型债务，如公司债信托。〔８７〕此时，债务人仅需支付一定的信托财产管

理费用即可将债务转移给受托人管理，将“向多个债权人交付的义务”简化成“向单个受托人交付

的义务”，减少了支付的成本，并且还能够消除面临诉讼的压力，其获得的收益远远高于付出的

成本。

其次，“债务人信托”不仅不会损害债权人的利益，且在一定程度上对债权人有利。第一，由于

信托的设立需要债务转让，而依据我国《民法典》第５５１条第１款之规定，〔８８〕债务转让需要经过债

权人同意，即是否成立信托的决定权在债权人一方，如果债权人认为该信托损害其利益，其做出不

同意债权转让的意思表示即可制止。第二，债务人的清偿能力决定债权人债权实现的可能性。如

果债务人因债务管理不当而使债务增加，会降低其清偿债务的能力。“债务人信托”因为能对防止

债务人债务增加起到一定作用，因此能够间接对债权人产生有利影响。

再者，即便在受托人管理诉讼信托和讨债信托的信托财产之时存在损害债权人和债务人权益

的行为，《信托法》《刑法》以及《民法典》等中的相关法条也足以起到提示、预防和惩戒的效果，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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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信托中也会存在不法管理的可能性，因此在《信托法》上增加这样的规定并无必要。

综上，诉讼信托和讨债信托一般不会造成“对债权人和债务人权益造成损害”的结果，反而对

其有利，即便受托人的行为不当而造成了对债权人和债务人的损害，相关法律也足以对其进行

规制。

２．诉讼信托和讨债信托的设立有利于减少讼累

诉讼信托和讨债信托不仅对债权人和债务人有利，其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减少民事诉讼的数

量，从而达到节约司法资源的目的。虽然无论是禁止还是允许诉讼信托和讨债信托，都不会减少

社会上债权的数量，但是若允许诉讼信托和讨债信托，却能够将同一或同一种类的诉讼标的集合

起来，人为制造共同诉讼的条件，从而将符合共同诉讼条件的相互独立的案件共同审理，在减少社

会不良资产的同时，节约司法资源，实现减少讼累的效果。

综上所述，诉讼信托和讨债信托符合信托法理和我国《信托法》的有关规定，同时在维护债权

人、债务人权益以及节约司法资源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因此删除我国《信托法》第１１条第４项，允

许诉讼信托和讨债信托的设立具有合理性。

结　　语

诉讼信托和讨债信托本是管理资产的优良手段之一。然而，我国在考虑欠妥的情况下将“禁

止诉讼信托”制度引入国内，并将其禁止范围延伸至讨债信托。该制度不仅阻碍了信托创新，而且

造成了法律冲突等一系列不利后果，令人遗憾。在《信托法》修订时，应当对诉讼信托和讨债信托

是否有禁止的必要性进行重新考虑，正视诉讼信托和讨债信托的功用，在没有禁止诉讼信托和讨

债信托的必要理由时，删除我国现行《信托法》第１１条第４项，承认二者在我国法律中的合法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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